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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原 生 态 锦 绣 黔 东 南

90 年前的 1934 年 10 月中旬，由于受“左
倾”错误领导的影响，中央苏区不断萎缩，中
央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
线，转战黔东南，于当年 12 月中下旬进入剑
河，并在这里完成了长征史上伟大的改道。

说起“长征改道”，李维汉认为“长征改
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
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
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
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李聚奎也
回忆说，毛泽东“在随部队渡过湘江后，既目
睹了我军在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人员天
天减少，部队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又获悉
了蒋介石已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口袋、
设下圈套的严重情况，深感我红军若不改变
战略方向，继续北上，就可能投入敌人的罗
网，招来全军覆灭之灾，于是他在行军途中，
今儿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
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
题，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但仍
未能是说服博古同志及李德等人”。

在回忆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时，李
德写道：“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
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
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
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
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
这个建议”，而“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
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
抗。”由于争执不下，会议最后拿出一个折中
方案：先入贵州。于是让朱德在12月13日晚
上 9：30 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我军“西入贵
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这就导致红
军虽然转战进入黔东南，但执行的依然是北
上湘西的“左倾”错误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后沿着红六军团线路直
奔剑河，一路势如破竹，急切找到转入北上
的最佳地点。红军前卫部队到达剑河后，经
多方侦查，取道北上的地点逐步明朗起来。

12 月 16 日凌晨 2：00，朱德发电“望……侦察柳寨、剑河附近
两渡河点”；当晚 7：30，朱德电文就变成部署 17 号行军任务：“一
军团应以先头师前进至柳霁地域，并派出一团占领柳霁通南包、
龙塘的渡河点……主力应进至柳霁东南地域……九军团应……
准备经柳霁以北渡河”；直到当晚 9：00，朱德电文仍要求“一师
……以后则经婆洞、河口向柳霁前进。”这显示渡江北上的地点
经过反复侦查和研究，最终确定为柳霁。

柳霁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分县所在地，红军在这里攻下了县
城，获得了补充，能为红军渡江提供后勤保障。古城脚下的清水
江上还有个青鱼塘，被称为死水塘，仅两丈宽，在枯水期人们能
够架桥过去，而对岸就是红六军团走过的大小广，是大部队渡江
的最佳地点。

红军 12 月 16 日在剑河南加一带突破敌军清水江防线顺利渡
江北上，引起了王家烈的极度恐慌，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说：

“铣（16）日，匪分数股向南嘉堡、平兆、瑶光等处猛攻，企图强渡
清江河，向剑河、台拱方面沿萧匪旧路北窜。与我河防守兵激战
半日、匪部续到甚众。复以机炮向我岸猛轰，江岸碉堡多被摧
毁，官兵死亡 200 余人，致被突破”“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
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
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
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难，无任感祷。”。国民党
少将参议胡羽高在其《共匪西窜记》中也记录渡江后的红军行
程：“12 月 16 日，共匪分由南嘉堡、平兆、瑶光等处渡清江河；17
日……续渡清江河；19 日，先头一股窜滥洞司；20 日，共匪一股窜
巴野、梁上。”

红军渡过清水江北上一事在我党早期长征资料也有记录。
国共合作后的 1937 年，有 3 本书在国统区专门介绍红军长征，引
起社会强烈反响。这 3 本书分别是红色牧师董健吾的《红军二万
五千里西引记》、朱立夫和赵文华的同名书籍《二万五千里长征
记》。这 3 本书均写道：“一部约 3000 余人”“进抵南嘉堡和瑶光”

“大部红军于 17、18 两日抢渡清水江”；贵州省委党史部门上个世
纪 60 年代编写的《红军长征在贵州》也重述了这一史实：“在河口
会合的我三支部队，12 月 16 日隔河将王家烈部第五、第六两团
击溃，以小部渡河迫击到剑河县属的滥洞司等地”；“占领剑河县
城的我军”“经剑河县属的岑松，与前从河口渡河经滥洞司和三
穗的梁上、巴冶的那一小支会合，入镇远县。”

周恩来是当时长征改道的具体负责人。据伍修权回忆，红军
过湘江以后只剩了3万多人，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部队，真
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回忆长征也曾说，毛
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他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此与其争论失败大怒，
二人的关系也因此渐渐疏远了。至于具体时间，《周恩来年谱》明
确记载：“12 月17 日，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
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

长征改道的具体时间体现于朱德 12 月 17 日晚 10：00 时发出
的电文：“我野战军明 18 号行动如下：1. 一军团应由婆洞、八瓢、
鳌鱼咀地域移至柳霁、南加堡、塘东地域，对剑河、天柱、锦屏各
方向侦察警戒，并准备占领剑河，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岸
西进。2. 九军团应前进至腊洞附近，向来路及王寨方向警戒。3.
三军团应由三郎、高屯、黎平地域，改向西北之五胡、罗里、抱洞
地域移动，并侦察经育洞、朗洞到台拱的道路。”

由于决定改道，各军团纵队的行军线路作了重大改变。据
彭绍辉长征日记记载，原本红十五师应于 12 月 16 日北上到达锦
屏启蒙的，而到次日上午，“到军团部受领任务”后，则变成了“单
独行动，翻越苗岭山，向贵州前进”。这里显示的时间比那份命
令改道的电文更早。可见，作为当时红军高层的中流砥柱，周恩
来在红军入黔后是作了两手准备的，一是执行北上计划，二是随
时准备改道。在发现改道西进是势在必行后，他便撇开一切干
扰强令红军改道西进。这事实上也为 12 月 18 日开好黎平会议，
使会议做出正确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黎平会议的重要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首先便是否定北上湘西
的“左倾”错误计划，接着讲清实行新的战略方针，即到黔北建立
新的革命根据地，并对长征改道西进作出总体部署。

此次改道后，中革军委便要求红军在剑河行军“前进里程一
般的不要超过 50 里”“各兵团均应到有家屋处宿营”，注意行军纪
律，与沿途群众搞好关系。根据在剑河行军遇到的具体情况，总
政治部于 12 月 24 日在剑河老县城颁布了《李富春关于我军沿途
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更为可贵的是发生了毛
主席在剑河县城附近的陡寨给苗族同胞送毛衣故事，这是毛主
席留给剑河人民的精神财富。

总之，红军在剑河作出长征改道决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
斗争实践中的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掌
握自己命运的一次成功尝试。红军在剑河转战历时半月，在这
里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足迹，在新时代的今天更加激发
起新的蓬勃力量，指引着苗侗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中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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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黔东南民
族村寨的主要特点是“自然风光＋民族风
情”。仔细琢磨，笔者认为：自然风光与民
族风情的有机结合，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
的有机结合，有形文物与无形文物的有机
结合，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是黔东南村寨文化的精髓。

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
所谓“有机结合”，便不是简单地“1+

1=2”，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比方
说，森林茂密绿染苍天、被誉为“世界级旅
游胜地”的黔东南，那美丽的自然风光与
浓郁的苗侗风情，绝对不可分割。山清水
秀、竹木葱茏的都柳江两岸自然风光，与
鼓楼矗立、花桥横跨的侗族村寨景观，本
身就是一幅完整的侗乡山水风情画，很难
将其截然分为“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
两个部分。满山遍野的杉树林，并非全是
天生的。侗族村民有个风俗，每生一个孩
子，全寨村民为其种植 100 棵小杉树，18
年后，树苗长大成材，孩子长大成人，家人
即以部分杉木为这孩子办婚事，俗称“种
十八杉”。此种良好风俗，为营造“杉木林
海”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重重青山、莽
莽林海，谁能将这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优良
的民族风情割裂开来？

鼓楼、花桥（风雨桥）、吊脚楼，无疑都
是人文景观，但一座座鼓楼，酷似一棵棵
挺拔伫立的古杉；一座座花桥，酷似一排
排横跨溪上的“卧杉”，一座座干栏式吊脚
楼，酷似一个个筑于树梢的“鸟巢”，皆为
仿生学在建筑文化中的巧妙应用。黔东
南民族村寨与大自然结合得如此完美，舍
此何求？

在黔东南，民族文化中的仿生学，广
泛蕴藏于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节日、
民间工艺、民俗用品等方方面面。比如民
族服饰中的羽毛裙、蝴蝶帽、鱼尾帽、牛角
形银冠；民族歌舞中的《蝉之歌》《锦鸡
舞》；民族节日上使用的牛角龙、牛腿琴
（侗语称“果吉”）；蜡染刺绣等民间工艺品
中的蚕龙、鱼龙、蜈蚣龙、鸡头龙；民俗用
品中的鱼形火镰、鱼形墨斗、鱼尾扁担、鱼

形拉手等等，无不充分说明，在历史发展
长河中，黔东南各族人民善待自然，师承
自然，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创造出源
于自然的民族文化。

不能否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
古代，黔东南各族人民的生存条件的确
没有平原地区和滨湖地带优越。惟其如
此，黔东南各族人民在敬畏自然、崇拜自
然中，因地制宜铸就善待自然、师承自然
的优良品德。他们虔诚地敬山、敬洞、敬
树，决不亵渎“山神”“洞神”“树神”。黔
东南许多山林、岩洞、古树，因此得以完
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成了人们研究原生
态的珍贵标本。

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结合
所谓“地域文化”，指的是具有地方特

点的民族文化；“主流文化”，指的是以汉
族为主体的中原传统文化。这样划分未
必十分精确，但叙述起来比较方便。

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常常被人
视为贵州独有的土著文化。举个例子：苗
族的极限数是“十二”，汉族的极限数为

“九”，诸如“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九霄
云外”“九泉之下”“九五之尊”“一言九
鼎”，等等。在古代，数字被赋予神秘的色
彩。奇数是阳数，其中“九”为阳数中的最
大数，故被视为极限数，吉祥数。最典型
的例子是北京天坛的圜丘坛：登上每层坛
面，都需上九级台阶；台面石栏，下层每面
栏板四十五块，四面共计一百八十块；中
层每面栏板二十七块，四面共计一百零八
块；上层每面栏板十八块，四面共计七十
二块；三层栏板总和为三百六十块，都是

“九”的倍数。但苗族村民却与此不同，他
们以“十二”为最大数，极限数，吉祥数。
某家婚后多年不育，或孩子体弱多病，延
请巫师“栽花树”“栽花竹”，邀请十二位上
有父母或下有子女的“全福人”参加祭祀
仪式。每位来者准备一块二角钱或十二
块钱，与事主打平伙。以为如此，可保孩
子降生，健康成长，“活到一百二十岁”。
祭神祭祖，常用十二个蛋。最为隆重的祭
祖活动“吃鼓藏”，全体村民上山“招龙”，

用十二个鸭蛋代表十二只鸭子，据称如此
才能招到十二条龙。所谓十二条龙，未必
是个具体数，无非言其众多而已。龙既然
代表祖先，那祖先固然不止十二位，这是
不言而喻的。很多人认为，“吃鼓藏”是十
三年一次，其实不然！是十二年一次。所
谓“十三年一次”实为十三年两头过。“过
苗年”，从“寅日”即“龙场天”杀猪开始，到

“丑日”即“牛场天”祭祀田地结束，前后整
整十二天。其实，“十二”作为极限数，古
代汉族也普遍采用过。陆游有诗：“一身
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木兰辞》
中有句：“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水
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总共
一百零八将，也都是“十二”的倍数。此
外，《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北京天坛
的祈年殿，中圈十二根柱子，外圈十二根
柱子，也都以“十二”为最大数。无论古
代、现代，抑或汉族、苗族，以“十二”为极
限数，吉祥数，源于十二生肖。由此看来，
苗文化与汉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他
方面，诸如苗族服装，侗族头饰，极具地方
特点和民族特色，将其与中原地区出土的
古代陶俑、壁画相比较，不难发现相似之
处。这充分说明，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是
一脉相承的。

有形文物与无形文物的有机结合
黔东南的民族文物，尤其是民俗文

物，有形与无形，密切不可分。侗寨鼓楼
作为侗族村民共建共有共用的集社会、文
化、交际于一体的多功能民俗建筑物，在
侗族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功能包
括聚众议事、击鼓报信、排解纠纷、对唱大
歌、摆谈休息、吹笙踩堂、存放芦笙、拾物
招领、悬挂牛角、施舍草鞋等方方面面，被
公认为“侗族文化的旗帜”。设若没有通
过种种民俗活动所展示的“无形文物”，那
有形文物——鼓楼，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
能吗？同理，苗族的铜鼓坪、芦笙堂，如果
没有身着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少欢天喜地

“踩铜鼓”“跳芦笙”，铜鼓坪、芦笙堂修建
得再好，又有何用？由此可以看出，黔东
南民族文物的又一特点，是有形文物与

“无形文物”的有机结合。“无形文物”，有
的国家如日本称为“无形文化财”，现在的
时髦名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一说到“保护黔东南民族文化遗产”，

就会有人大声提醒：“千万别让现代文明
冲击民族文化！”不少人，尤其是外省人、
外国人，总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

“原汁原味”“原生态”，不要有一丝一毫的
变化。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拥有众多

“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资源而
备感自豪。仔细想想，民族文化是在长期
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还
要不断发展下去，决不可能定格在某个历
史发展阶段上。想让本来属于历史范畴
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原生
态”，恐怕很难办到，似乎也无必要。民族
文化就像风味食品，不能全然抛开原来的
汁，也不能完全没有原来的味，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又不可能不注入新鲜的汁，产
生新鲜的味。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形
成的“新汁新味”，实践证明，更适合时代
的需要，因而更富有生命力。

其实，古往今来，一切优良传统必须
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许
多古建筑，既有前代建筑的基因，又有当
代建筑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代代雷
同。苗岭山区、月亮山区的苗族民居，从

“干栏建筑”到“干栏式建筑”直至“穿斗式
美人靠吊脚楼”，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的
交融关系，新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苗岭
山区、月亮山区的苗族民居，融合不同时
代建筑精华于一身，就像一座“露天民族
建筑历史博物馆”，有何不妥？

试想：如果优良传统排斥时代要求，
苗族服装岂能如此丰富多彩？据说苗族
服装拥有一百多种不同的款式，有人还画
过《百苗图》《百蛮图》，那不同的服装款式
肯定是一代又一代不断创造出来的。雷
山苗族妇女，有的穿裙子，有的穿裤子；黄
平 苗 族 姑 娘 居 然 在 裤 子 外 面 套 一 条 裙
子。这种着装方式，始于民国初年。这类
服装款式显然是古代传统与现代风格的
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总之，每个时代的乡村文化，都是优
良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产物。贵
州高原特别是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村寨，是
研究如何保护、传承、弘扬村寨文化的一
方宝地。

“四个有机结合”是黔东南村寨文化的精髓
○ 通讯员 吴正光

每逢周六晚上，在从江县这座充满民
族风情和文化底蕴的小城，一场别开生面
的文艺赛事——“村光大道”在县城銮里
风情园民族文化广场舞台如期上演，成为
当地又一光彩夺目的文旅品牌，备受社会
各界的注目。如今，该赛事不仅成为了当
地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写照，更成为了推
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乡约村光大道”是从江县新近打造
的“村百节”系列文旅活动之一，是该县倾
心打造的一档大型文艺赛事。旨在致力
于为广大文化艺术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现
自我风采、相互交流学习的宽广舞台。通
过歌唱、舞蹈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艺
术表现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新时
代从江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从江乡村

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介绍，“乡约村光大道”赛事活动共

分精彩亮相、我的家乡美、高手在民间 3 个
比赛环节。每月前三周为周赛比赛，每期
周赛 5 组选手参加，决出周赛冠、亚军的选
手进入第四周开展的月赛比赛，月赛冠、
亚军进入年终总决赛。同时，月赛季军还
可以通过复活赛，参加年终总决赛。周
赛、月赛及年终总决赛都设置奖品，奖品
为本地产的小香鸭、小香猪、小香羊、小香
牛和获奖证书外，获得年度冠、亚、季军的
选手颁发从江县旅游形象大使证书。

“乡约村光大道”立足于从江，面向全
国，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爱好者，无论年
龄、职业、民族、唱法，只要心怀对文化艺术
的热爱，皆可报名参与。自赛事启动以来，

吸引了来自省内外众多优秀选手的踊跃报
名，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周赛 6 期和月赛 2
期，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达4.37万余人。

“乡约村光大道”以“文旅+”的创新办
赛模式，巧妙推动资源整合、业态融合以
及功能聚合，成功地将赛事带来的“流量”
转化为文旅的“留量”、消费的“能量”以及
经济的“增量”。自赛事举办以来，其热度
持续攀升，一路高歌猛进，呈现出异常火
爆的态势。

随着“乡约村光大道”文艺赛事活动
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员的流动也日益频
繁，从江县城的夜间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繁荣景象。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从江县城就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一颗璀
璨明珠，在夜色中绽放出迷人耀眼的光

彩。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美食
摊位上香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特色商
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游客们穿梭
于其中，尽情品尝着当地的美味佳肴，精
心挑选着精美的纪念品，深深感受着从江
独特的文化氛围。

从江，这座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小城，
正凭借着文旅融合的强大赋能，在夜晚绽
放出绚烂夺目的光彩。“乡约村光大道”这
一精彩纷呈的文艺赛事，不仅点亮了从江
的文化艺术星空，也点亮了从江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和不懈追求，更推动了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步伐。“乡约村光大道”
以其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魅力，吸引着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书写着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的精彩新篇章。

从江“乡约村光大道”文艺盛宴引来八方客
○ 通讯员 莫应红 梁雨 摄影报道


